從故紙堆中開展新生命
──周彥文教授的治學理念與實踐
吳麗雯

聖母護專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一、前言：孤獨行走在艱難的路途中
周彥文教授，1955年出生於台中，1985年獲東吳大學中國文學博士學位，師從國內已故目錄版本學名家昌彼得教授。先後任教於實踐大學、銘傳大學等校，現為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專任教授。學術專長為目錄版本學、編纂學、文獻學理論、專類文獻及文化型態等，平生致力於文獻學科相關理論之建立與實踐。
老師嘗與學生言：做研究不能盡挑容易的路走，也不能預設好結論再來找證據，應該讓文獻資料自己去呈現出結果，才能免於某些先入為主的錯誤；即使經過長久的的思索與閱讀，最終有可能會證明自己的原初假設其實只是一場錯誤，這也是必經而不可偏廢的過程。
而一路行來，證諸老師己身，會發現這即是他治學一貫的態度。也因為這樣的堅持，讓他在學術研究的路上，印下一步步孤獨、艱難卻又深刻的行跡。
二、研究歷程之開端：傳統之繼承與省思
老師嘗自言，進入中國文學系頗有誤打誤撞之因緣，既非家學淵源（雖然據聞太師母少女時期是閱讀巴金、老舍的作品成長的），也非秉性使然，完全是考大學時，按照文科科系的先後志願照填的結果。至於會選擇以目錄版本學作為研究領域，按老師的說法則是：他自小孤癖，不喜與人爭，加上缺乏感性的天賦，喜歡理性的思維，因此，在研究所時期，初次接觸到目錄版本學，就驚為天人，終於在中國文學系的領域中，找到了一個可以理性對待而又冷門的學科；就此定下了研究方向，且一路走到現在。

就讀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碩士班時，老師師從昌彼得教授，以「毛晉汲古閣刻書考」為碩士論文的研究主題，對於汲古閣在中國刻書史的地位及功過得失有詳細之討論，論文撰寫時在善本書室與古書終日相伴的過程中，也讓老師奠定了有關藏書、刻書、版本的鑒定以及書目分類之紮實基礎。
進入東吳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班就讀之後，老師繼續跟隨昌教授進行研究，以「《千頃堂書目》研究」為題，論文中詳列了《千頃堂書目》之各種傳本，並對其成書背景與依據有一番考訂；最重要的是，關於《千頃堂書目》之體例以及與前後代書目在分類上異同的比較，以呈顯出《千頃堂書目》的特色，在論文中有非常詳實的論證，並進而探究《千頃堂書目》與《明史‧藝文志》之淵源，最後則評斷《千頃堂書目》在中國目錄學發展史中的價值。在博士論文研究的過程中，也確立了老師在目錄學研究上的里程。
1985年取得博士資格後，老師先後發表多篇有關目錄版本學研究的論文；1991年8月起，老師曾至日本九州大學從事為期半年的研究，將九州大學文學部書庫內所藏之漢籍做了一番整理，回國後，先後發表了相關論文，完整之研究成果則於1995年委由文史哲出版社出版了《日本九州大學文學部書庫漢籍目錄》及《日本九州大學文學部書庫明版圖錄》兩書；此後，更致力於與大陸文獻學者之間的交流，協助召開多屆的兩岸「文獻學學術研討會」。
傳統文獻研究的方向，不管是廣義還是狹義的認定，多半都是聚焦在目錄、版本、校讎、典藏等工具學科上頭，老師的碩、博士論文主題也是依循著臺灣從事文獻學研究的典型路子，這段研究歷程奠定了老師進行目錄版本學研究的基礎；之後進行的相關研究，則讓老師深入目錄版本學的研究領域；日本九州大學之行，更使老師的研究觸角深入到域外漢學的領域；至於文獻學研討會的召開，則擴大了兩岸文獻研究的交流。
然而，與此同時，老師也持續思索著：除了這些工具學科的研究之外，文獻研究到底還有什麼樣的可能？
三、理論建構：創新嘗試與挑戰
對於老師而言，中國文獻學的研究不僅僅只是目錄、版本、校讎等工具學科的總合，也不該停留在文獻圈點、翻譯、出版，或是數位化整理的工作上，還應該有其獨立的學術理論以成其為「學」，因此，致力於建構文獻學相關理論是他二十幾年來持續不輟的努力重心。
(一)建構目錄學理論

1995年由學生書局出版的《中國目錄學理論》一書，記錄了老師建構目錄學科理論系統的努力痕跡，全書的討論重心都在於如何把目錄學的知識運用到全面的學術研究上頭，他在書中以歷代書目如何表現學術觀念為主要的思考方向，並企圖由此架構出中國歷代書目和學術結合的方法和理論。
其中〈因書以設類的分類法〉討論了中國目錄學中分類的特性乃是「因書以設類」，確立中國編目的原理是學術分類；在〈縱性轄屬與橫向聯繫〉、〈部類的質變現象〉、〈依附與因循依附〉各章則以分類法內在理論的探求為主，討論書目分類結構、書目發展過程中產生的部類質變以及書目隸類時產生的依附現象；〈標題法觀念的出現〉、〈歷代書目在內容上的變異〉則是站在目錄學史的角度來審視書目的變化；最後以史志書目為觀察，檢討了目錄學先天上的限制；然後，總結了目錄學理論的架構以及目錄學功能的省思，更強調目錄學內在意義的探討(即其理論的研究)之重要。
老師認為如果要把目錄學當成一門具有可詮釋意義的學科，自然就要談到其理論，而目錄學理論的架構最困難之處則是要從許多條列式的書目中去把理論逐漸抽離出來；因此《中國目錄學理論》一書企圖從橫向的由外而內，縱向的由古至今，系統化架構出中國目錄學的理論，使目錄學的實用功能從工具性學科向上提升，藉理論的探究，彰顯書目和學術的關係，冀求使用者能在書目條列式的條文之外，更深入全面的考索各時代的學術門類與學術流變，進而達到研究學術史的上層功能。
(二)建構文獻學理論
自1995年《中國目錄學理論》出版之後，老師即開始著手於中國文獻學理論的建構，期間陸續於學刊雜誌或學術會議中發表多篇相關論文，2005年迄2007年連續三年獲得國科會補助「中國文獻學理論的建構」計畫，甫於2011年底由學生書局出版的《中國文獻學理論》，便是其多年的成果結晶。
在《中國文獻學理論》一書中，老師企圖建立一個完整的研究體系，對文獻學進行分科研究，以確立文獻研究能轉變成一門獨立的學科；他將文獻學的研究領域分成三大區塊：中國文獻學理論、中國文獻學史，以及文獻資料整理實務，其中，做為一切文獻討論原則及依據的則是中國文獻學理論，也是亟待建立的部份。而本書便是其建構文獻學理論及研究方法的主軸所在。

在〈方法論〉提出影響文獻編撰的「變量因素」，說明文獻在文字的表象之外，或亦存在編撰者另一層次的深度意涵，而此變量因素與文獻的交互作用使得後代詮釋者構成正確的解析角度；還有提出「橫向研究」的概念探究隱涵在文獻中的關鍵觀念，例如辭彙系統、無序資訊、空窗現象等等，將零散的觀點聯貫起來，藉此更為全面的觀察以及解讀文獻的本質意義。
〈外在結構論〉中，則從客觀的分析角度論述文獻的「外在結構」，如透過文獻的分類層級討論「文獻層累詮釋」；以「線性和非線性結構」，使研究者從比較宏觀的角度看待文獻，把文獻當成是可以不受類型、屬性限制，可以跨界整合並加以詮釋的資源，以利文獻的解析與運用等。

〈內在學理論〉則從宏觀的角度，以文獻的文本為解析重點，觀察文獻構成的原理。討論時代變遷對於文獻詮釋的影響；談「文獻指涉意義的移轉現象」，討論文獻原創者創作之初的本質意義，以及其被移轉後形成的第二種後本質意義；提出「定向書寫」和「實寫與虛寫」兩種書寫模式，討論書寫模式與文獻解讀的關係等等。
綜觀全書，無論是提出方法論或是相關理論的建構，老師均多方引證，堅持「把文獻學還給文獻本身」，希冀由此建立一套對於文獻典籍解析的常規，並將此常規組織成一套有系統的理論，俾對文獻的認知與詮釋能有所助益。
四、融研究於教學：師生共同的創發過程
老師於碩、博士班開設的課程中，總是利用一學年的時間，與修課的研究生共同依照課程主題擬定相關研究題目，並在課堂上經過反覆論證過程，期末則要求研究生呈現最初所擬定題目的研究成果。

其中有兩次展現了豐碩的成果。
其一是1991年在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開設「中國文獻學」課程，老師即帶領一群研究生，依朝代為序，連鎖性探討文獻變遷的因果，強調「把文獻學還給文獻本身」，以文獻做為主體，而目錄、版本、校讎等工具學科則退居於助緣的層次，依此建構中國文獻學史的發展。

每位研究生或獨力、或分組負責一個朝代的文獻發展，從周秦經兩漢、魏晉南北朝、唐、宋、元、明到清代，分章概述各時代的文獻發展與特色，歷經一年的課堂討論與課餘思考，最終在1993年完成了當時臺灣第一本的文獻學專著《中國文獻學史》，委由五南圖書公司出版。

其二是2002年在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班「中國學術史」課程中，老師帶領著另外一群碩、博士班的研究生以學術「變遷」為主軸，從「先秦諸子學的興起與經學成立」歷經兩漢諸子學的轉變、漢魏時期經典詮釋的變格及玄學問題、六朝時期佛學的掺入、唐代經學的重整、宋代的經典新詮、講學風氣與學術之間的關係、明清時期經世訴求下的學術轉折，一路談到「晚清諸子學的復興到經學的改造」，以十一個主題扣緊著「變遷」立論，每一篇論文均獨立成章，但又前後互相銜接，形成一個學術史的脈絡。

過程中，老師強調每一個看法的提出不能只是「人云亦云」，也絕對不可以「空口說白話」；在課堂中的討論常常就是繞著某一個說法或論點的提出是否具有徵實的證據可以支撐為主軸，一再的反覆詰問過程，有些想當然耳的盲點就一一被點出、釐清。歷時超過一年半，參與課程討論與撰稿的同學反覆針對每一個主題檢討、修正，最後所有的論文結集，委由學生書局出版《中國學術史論》一書。

雖然因為每位撰稿者的研究背景與理路均不同，所以全書之完成並無法依照老師一直以來，企圖從中國書目的基礎去完整呈現出中國學術史脈絡的理想，也不能全面觀照中國學術史發展歷程中的各個面向；但重要的是全書集合了所有參與其中的研究者宏大企圖及熱情之展現，在一次次的撞擊中，開花結果；因此，本書的結集出版，是師生再一次共同的冒險結晶，也是一次難得的完成。

五、理論實踐：淡江大學田野調查社
老師深信文獻的研究絕對不僅僅只是故紙堆中的學問，所以在鑽研古籍文獻的同時，也著手於當代文獻的整理與保存的工作。1994年，現任淡江大學副校長、時任中文系主任的高柏園教授提出「走出校園，回饋地方」的構想，發願以淡江大學所在之淡水鎮為目標，擬訂一系列之回饋計劃，其中，由老師負責籌設的「田野調查研究室」，便以保存淡水地方史料為宗旨。

「田野調查研究室」正式創社後，隸屬於淡江大學文學院漢學研究中心，結合來自不同系所的學生，透過田野調查的方式為學校所在的淡水鎮留下第一手史料；剛開始以文字採訪為主，從1996年「淡水地區民間文藝調查報告」、1997年「淡水地區藝文人物誌」、1998至2000年連著三年的「淡水地區人物誌」，到2003年「淡水地區田野調查」為止，七年來累積的珍貴成果，在2004年由麥田出版社選輯出版《淡水生活風情》一書。

從1996年開始，除了文字記錄之外，也加入了影像記錄，以中國傳統「方志」的體例為基礎，改平面書寫為影像記錄，以建立「淡水鎮立體方志」為目標，結合文獻與影像，記錄淡水當代的發展軌跡。1999年第一屆立體方志發表會「淡水沿革志」正式召開；此後，每隔一至二年便召開一次發表會，歷年發表過「淡水廟宇志」(2002年)、「淡水產物志」(2003年)、「淡水民生志」(2004年)、「淡水民俗志」(2005年)、「淡水聚落志」(2007年)、「淡水生活志」(2010年)等主題；目前正在進行的是「淡水經略志」；透過每一位拍攝者的眼睛與鏡頭，收攝屬於淡水的社會、人文、地域與自然的變遷。
田野調查的結果能保存地方文獻，也成為日後官方編輯地方志時的重要資料來源，此實踐之作為乃服膺清‧章學誠「地近則易覈，時近則迹真」的觀點，如果每個時代的人都做當代、當地的文獻史料之調查保存，將可大量減少史事的失傳。因此，利用現代各種媒介整理、保存在地的淡水文獻，便是老師在淡江大學成立「田野調查研究室」的初衷。
準此，田野調查研究室歷年來所有立體方志成果均製成光碟片，除分送地方人仕、相關學者、圖書館等各典藏機構外，也接受各界索取，以廣流傳。老師深信：持續多年的計劃所累積的工作成果，除了展現出學生認真勘踏土地，走出校園記錄地方文化以回饋地方的真誠與熱情，未來彙集成整體性的、以影像呈現的淡水地方史料，亦有其必然存在的珍貴價值。
六、結論
從《中國目錄學理論》到《中國文獻學理論》的完成，約莫二十年的歲月，老師對於創構文獻學科相關理論系統之努力，終於得以完整的呈現；然而他仍謙稱這一切都還不夠完備，只是企圖將文獻學建構成一門獨立的學科之第一步，未來還有很大的研究空間值得繼續努力。
而創立田野調查研究室這樁在別人眼中「不務正業」之舉，與老師在研究所教授專題課程，不斷嘗試引領學生一同深入學術研究殿堂，並且將成果結集成書的態度是一致的；對於文獻研究者而言，不管是學術研究上反覆的論辯，從故紙堆中翻尋出新的生命；或是田野調查一步一腳印的實際勘踏，展示活動的現實生活，都是值得珍惜並記錄下來的過程。

認識老師的人都知道，他喜歡收藏烏龜；而送過老師烏龜收藏品的人應該也知道，他在收到烏龜時，會記下詳細的烏龜譜；這樣的習慣養成，應該與他浸淫文獻學研究多年的訓練有關。
老師總說烏龜本性單純、傻氣、酣厚、不與人爭，很像他的個性，若再加上烏龜天生具有的耐受力，這種種的性質，很適合用來說明老師在文獻學研究領域一路沉潛、低調而又堅持到底的風格。

因為單純、傻氣、天生的耐受力強，所以才能支撐他在漫遠孤獨的研究路上，承受傳統文獻學界的學者們對其研究及立論的種種質疑，一路走來，始終不離初衷；也因為單純、傻氣、不與人爭，所以當他帶領著課堂上的學生專注於研究課題的激盪與創發，或是培訓田野調查社的學員從門外漢到獨立作業者，都是全然不計時間與金錢耗費的奉獻。也因此，不論在新的研究方向的開創，或是實務工作的實踐上，雖然印下的是一步步孤獨、艱難又深刻的行跡，但卻都能結出豐美的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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